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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作场所是亚健康的高发地，当前压力管理的难点在于，对于员工中较为严重的心理问

题和机制缺乏专门的研究，这属于组织行为学与工业精神病理学的交叉领域，过去很少涉及。
本文以探索工作人员的抑郁症状问题为研究重点，系统考察从工作压力、工作倦怠到抑郁症状

产生的全过程的影响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个性化综合干预模式的理论架构。本研究将完善压

力管理理论，为提高员工工作－生活质量的组织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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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而且随着加入WTO，企业在不断融入市场和适应国际环境的过程中, 面

对的竞争更加剧烈。在此背景下，企业只有通过不断变革才能适应这种快速的变化，这使得工作要求的不确定

性增大和复杂化，加之竞争使企业更多地强调经济目标也会导致对员工的需求的忽视（WHO & ILO, 2000[1]），

企业员工的心理不适和社会适应失调等亚健康问题日益突现。根据“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提出的定

义：亚健康是一种介于疾病与健康之间的健康低质量状态，表现为机体虽无明确疾病、但躯体和心理却出现种

种不适、对外界适应能力降低的状态。我国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数惊人，而且呈明显上升趋势。有关调查显示，

北京、上海和广东的亚健康发生率分别高达75.3%，73.5%和73.4%（中国保健科技学会国际传统医药保健研究

会，2002[2]）。而工作场所作为亚健康问题的高发地，其不仅关系到员工的生活质量，更关系到和谐企业的建设，

因此已成为组织行为学研究、人力资源管理所关注的热点之一（陆洛，高旭繁，周云，萧爱铃 , 2001[3]; Siu,
Spector, & Cooper, 2006[4]）。本文将从工业与组织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探索工作场所中的亚健康问题，

会更多地涉及心理和社会适应亚健康方面的问题。

工作场所中的亚健康问题

工作场所中的心理亚健康问题主要指：员工面对高工作要求及其相关的一系列压力情境时，或者面对负

性的工作环境（物理的和社会的）时，所产生的一系列心理不适和消极心理反应，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的

干预和治疗，就会持续恶化，直至产生精神症状，例如工作场所中最流行的三种心理精神症状是抑郁

（depression）症状、焦虑（anxiety）症状和恐俱（phobia）症状（Sanderson & Andrews, 2006[5]），最后，很可能演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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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性精神疾病。英国一项研究也显示（Cartwright & Cooper, 1997[6]），员工的精神健康问题，可导致每年八千

万的工作日的损失，相当于三十七亿英镑的价值。
然而，对于员工中较为严重的心理和精神健康问题，并不是组织行为学的压力管理方法可以解决的。这是

因为此类员工精神健康问题，已经涉及到了工业精神病理学的领域，而前者则更多地是通过改善组织管理因

素和对员工进行压力管理技巧的培训，即压力管理系统的第一、第二级干预，来提高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

我国很多压力管理实践都是与之相呼应的。但是，这种压力管理办法只能应对员工的一般性心理不适和压力

反应，而对于较为严重的员工心理问题和精神症状的干预，即压力管理系统的第三级干预，并未在我国有所发

展。而工业精神病学（Industrial Psychiatry），作为美国精神病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y Association）的一个分

支领域，是专门研究工作场所中这类严重的心理或精神健康问题（如抑郁、焦虑等）（Anas, 2006[7]; Gagan, 2006[8]）。从

中可以借鉴的是，要探索和解决员工中较为严重的心理和精神健康问题，工作场所中的组织管理因素和员工

个体的心理或精神病学因素都不能被忽视，需要精神病学、临床心理学和组织管理学的跨领域合作，才能探明

其发生机制，形成更为全面科学的、适合于组织发展需求的干预方案。
有数据表明，抑郁症是工作场所中最普遍且让组织损失最大的一种心理疾病，每年可能造成440亿美元的

损失（Lerner et al., 2004[9]）。因此，我们将工作场所中员工的抑郁症状作为关键切入点，从组织管理因素和心

理精神病学因素两方面来探索从员工的正常心理状况到抑郁症状发生的整个过程，并基于此提出合适的干预

手段和康复治疗对策，完善压力管理三级干预，改善员工的心理健康，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

工作场所中员工的抑郁症与抑郁症状的界定

如前所述，抑郁症在工作场所中的众多心理疾病中，是最普遍且危害性最大的精神问题之一。根据美国心

理学会的界定，抑郁症作为一种情绪障碍，主要表现为情绪沮丧、兴趣缺失、睡眠障碍、体重变化、疲劳、精力减

少、行动迟缓、有负罪感或觉得生活无意义、思考、集中注意力和决策能力降低，最为严重的表现是出现自杀倾

向（APA, 1994[10]）。抑郁症是世界上最普遍的精神疾病之一，影响着全球1.21亿人口，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和损失，被列为全球所有疾病中造成社会负担的第四大疾病（WHO, 2002[11]）。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中国有

1600多万人患有抑郁症，抑郁症已上升为自1990年以来内地总的疾病负担的第二大疾病 （Murray & Lopez,
1996[12]）。在香港，抑郁症的发病率已达到8.3%，比二十年前增加了4倍（Sing Pao Daily News, 2005[13]）。抑郁症

的高发年龄段是25岁到44岁，即正好是最佳的工作年龄阶段，其在工作人口中的患病率是2.2%到4.8%
（Sanderson & Andrews, 2006[5]）；每年给企业所造成的损失（工作效率下降，事故，病假，医疗等）就能达到数百

亿美元，是让企业组织损失最大的一种心理疾病（Lerner et al., 2004[9]）。因此，如何预防和治疗这种“精神残

疾”———工作场所中的抑郁症问题，对员工、组织和社会的健康和谐健康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员工的抑郁症状，它不同于已达到临床诊断学标准的抑郁症，属于抑郁症的先期反

应阶段，大部分人都会在某时某刻感到一定程度的抑郁情绪或症状。只有当其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并至少维持

两个星期以上时，才能被诊断为抑郁症（APA, 1994[10]）。因此，员工的抑郁症状是工作场所中更为普遍存在的

亚健康问题。而且，研究表明，抑郁症的早期治疗非常重要，因为抑郁症是神经退行型的疾病，即其会导致生物

学和神经解剖的改变、神经元的损伤等，所以越晚治疗，治愈难度就越大，复发可能性就会越高，而对社会功能

的损害也就越大且更难以恢复。因此，员工的抑郁症状是管理者和研究者都急需认识和解决的问题。

工作倦怠与抑郁症状的区别

工作倦怠（Job Burnout）是工作场所亚健康的另外一个核心问题。与抑郁症状相比，它更加接近正常工作-
生活现实。工作倦怠指个体不能有效地应对工作上持续不断的各种压力而产生的一种长期性反应，具体表现

为情绪衰竭（Emotional Exhaustion），疏离感（Cynicism）和职业自我效能感低落（Reduced Professional Efficacy），

其中，情绪衰竭是其核心维度之一。情绪衰竭指个人认为，自身所有的情绪资源都已经耗尽，感觉工作累、压力

特别大，对工作缺乏冲劲和动力，在工作中存在挫折感、紧张感，甚至害怕工作。疏离感指个体刻意与工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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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员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工作不像以前那么热心和投入，总是被动地完成份内工作，对自己工作的意义表示

怀疑，并且不再关心自己的工作是否有贡献。职业自我效能感低落指个体对自身持有负面的评价，认为自己不

能有效地胜任工作，或者怀疑自己能否对工作做出贡献，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对组织或对他人并没有做出

什么贡献[14]。Maslach等学者（2001）指出，工作量（工作量过大、工作技能或兴趣不匹配、情绪劳动），控制感（对

资源不能支配，工作方式不能自主，责任大于权利），工作回报（经济的和精神的），归属感（社会支持，情感交

换，功利性帮助），公平（分配的和程序的）和价值观等因素都与工作倦怠有关[14]。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症状的相似性（Schaufeli & Enzmann, 1998[15]）与外部组织管理影响因素（Maslach &

Leiter, 1997[16]; Tennant, 2001[17]）的相似性，一些实践管理者容易把工作倦怠与员工的抑郁症状等概念混淆使

用（Liu & Van-Liew, 2003[18]），这妨碍了对于员工的抑郁症状的及时诊断和干预治疗，甚至会导致重度抑郁症

的发作，而在理论上也不利于工作倦怠概念的发展。
然而，探究工作倦怠和抑郁症状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当前研究的空白（Ahola et al., 2005[19]）。有研究表

明，工作倦怠通常出现在员工的抑郁症状之前(Iacovides et al., 2003[20]），而且，抑郁症状是一个更为综合的生

活层面的概念，它不仅仅针对工作场合；而工作倦怠却是一个工作相关概念（Bakker et al, 2000[21]）。因此，为

了探索员工抑郁症状的发生机制，除了研究工作环境中的影响因素外，还要探索工作环境中的因素是如何波

及（spillover）非工作领域的，例如家庭，社交，健康等。在这一过程中，有实际的影响，主要有工作家庭冲突

（work-family conflict），例如工作时间过长，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冲突等；也有精神上的影响，如工作相关的负

性态度、压力反应（如工作倦怠）波及其他生活领域，从而损害整个生活态度，诱发抑郁症状。在组织行为学中，

对于工作家庭冲突的讨论非常多，但是对于后者这种在精神层面上工作领域与非工作领域的互相影响则探讨

得很少。
我们认为，态度在工作负性体验对非工作领域产生心理影响的过程中是一个关键的中介变量。由于本文

主要关注的是工作场所中的因素对员工抑郁症状的促发作用，因此我们假设非工作领域没有负性事件可使员

工产生消极态度促发抑郁症状，那么这种心理的影响则更多是隐性的。有关隐性态度转变（Implicit Change Of
Attitude）的研究表明（Edwards & Rothbard, 2000[22]; Schwarz & Clore, 2003[23]; de Houwer, Baeyens & Field, 2005[24]），

由于工作场合负性情绪的迁移作用（Mood Spill-over Effect），可能会将负性情绪作为信息错误，归因于其他生

活领域的不顺利；评价性条件反射(由于时间或空间的接近，员工在其生活领域也会逐渐获得工作的情感特

性，或情绪一致记忆，即负性情绪导致对负性生活回忆和体验的提取，这些因素都能促使个体形成对非工作领

域的负性态度，导致员工对所有生活领域产生功能失调性态度（Dysfuntional Attitudes），即对自我、对周围环境

以及对未来有着消极悲观的评价，以致引发抑郁症状（Beck, 1996[25]）。所以，探究员工抑郁症状的发生机制需

要考虑工作领域对其他生活领域的延伸性影响，不仅包括实际的工作家庭冲突，也应考虑工作经历对生活态

度的隐性影响。

员工抑郁症状的发生机制探讨

根据精神病理学经典的素质－压力模型（Diathesis-Stress Model; Barlow & Durand, 1995[26]），研究抑郁症状

在工作场所中的发生机制要从外部工作环境中的负性因素和内部心理易感性两方面来探讨。心理易感性

（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ies）是指一些稳定的认知风格和个性特征，在特定压力源的激发下，促使个体发生

失调性的心理反应，长此以往，产生心理不适和精神症状。
1、工作压力与人-环境匹配理论

组织行为学的大量研究表明，工作压力是造成员工心理健康或心理疾病的祸首(Iacovides et al., 2003[20])。
关于工作压力的理论模型有很多，如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s）、工作努力与回报

不平衡模型（Effort-Reward Imbalance Model）、压力的交互模型（Transactional Model of Stress）等，这些模型都

强调员工的需求（如工作需求和员工需求）与供给 (如工作回报和员工投入)的交互、匹配、平衡对他们身心健

康的制约作用。我们认为，人-环境匹配理论（Person-Environment Fit Theories）较好地综合了以上压力模型的

要点，两者匹配得越好，员工感受到的压力就越低，生产力、满意感、工作卷入等就会提高（Caldwell & O'Re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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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7]）。这一理论还解决了其它工作压力模型要么将压力视为外部条件或事件、要么视为心理生理反应的问

题，即前者忽视了知觉同一情境的可能个体差异，而后者忽视了引起同一反应的可能情境意义差异（Fogarty &
Machin, 2006 [28]）。人与环境匹配理论更强调了人与环境匹配的认知评价及其与匹配后果的区分（Edwards，
1996[29]）。近几十年来，人-环境匹配理论从强调职业选择和新员工社会化的视角，开始更多地转入考察匹配对

于工作态度、工作压力的影响作用 （Lauver & Kristof-Brown, 2001 [30]），并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Kristof-
Brown, 2000[31]; Schneider, 2001[32]; Cable & DeRue, 2002[33]; Saks & Ashforth, 2002[34]）。

Kristof（1996）认为，人-工作环境的匹配应是多层次的，它包括人与职业, 人与组织，人与团队和人与工作四种

层次的匹配[35]。这四种层次的匹配之间是有重叠的，因此对结果变量（如工作态度和工作压力）的预测通常也有不一

致或混淆的情况发生（O'Reilly, Chatman, & Caldwell, 1991 [36]; Saks & Ashforth, 2002 [34]）。Muchinsky和Monahan
（1987）提出了一种较通用的区分方法，可以较好地解释并组织不同模式的匹配，即相似匹配（supplementary
fit）和互补匹配（complementary fit）。前者指个体特征（如价值观，目标，人格和兴趣）与组织或职业特征（如价值

观，目标，人格和兴趣）之间的相似性。反之，互补匹配指员工与工作环境各自所具备的资源恰好是对方所需要

的资源。组织或职业方面所具备的资源主要有钱、名誉等因素，而员工所具备的资源是技能、时间、努力和知识

等[37]。有研究表明（Westerman & Cyr, 2004），匹配越具体（specificity），其对特定的工作态度、工作压力反应或绩
效就有更好的预测作用[38]。

还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人－环境匹配理论与员工的工作卷入(Job Involvement)、工作满意感、员工健康与

适应、事业成功、组织承诺和组织效能有正相关；与离职意向、工作压力和工作倦怠有负相关（Cable & Judge,
1996[39]; Lauver & Kristof-Brown, 2001[30])。具体来说，员工心理需求的实现（工作回报与员工需求的匹配）以及

员工与组织价值观的一致，对工作态度（如工作满意感，工作投入，组织承诺）有着独特的影响；而工作要求与

能力的匹配对工作态度只有相对弱的影响，但对压力反应 （如工作倦怠） 和绩效有着更大的影响 （Cable &
Edwards, 2004[40]; Ostroff, Shin & Kinicki, 2005[41]）。当组织回报与员工投入不匹配时，这会引起员工的不公平

感 (Siegrist, 2001[42]; Tsutsumi & Kawakami, 2004[43])。因此，员工与工作环境的不匹配，可以分解为员工价值观

或目标与企业价值观或目标的不匹配，会导致的结果是工作投入（Job Engagement）的降低；员工能力（技能和

精力）与工作要求（技能与工作量）的不匹配会导致的结果是工作倦怠；工作回报与员工价值观或需求的不匹

配会导致工作不满意感；工作回报与员工投入的不匹配会导致不公平感。因此，在探讨促发员工抑郁症状的工

作环境因素时，我们可以从以上四种工作负性体验来分析，即工作低投入感，工作不满意感、工作倦怠和组织

不公平感。
2、心理易感性

如前所述，个体内部的心理易感性（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ies），即认知风格和个性特征，这些因素会让

个体对某些压力源特别敏感和脆弱，或促使个体以特定方式（通常是非功能性的）去认知和应对压力情境，而

应对结果通常也是负性、消极的，这样恶性地循环往复，最终使个体患上心理疾病。与抑郁症相关的心理易感

性有：负性归因风格（Abramson et al., 2002[44]），即认为压力情境会一直存在且难以改变，而且负性后果会波及

生活各个领域，并认为是自己的无能和没用造成的；神经质（Eysenck, 1968[45]; Riso, Miyatake, & Thase, 2002[46]），

即对负性情境很敏感，且有较强的反应；依赖-自律人格（Zuroff, Mongrain, & Santor, 2004[47]），即依赖的个体会

对社会关系上的挫折较为敏感和脆弱，而自律型人格则比较经不起成就上的挫折；非功能性的应对（Nolen-
Hoeksema, 1991[48]; Cohen et al, 2005[49]），具体表现为反刍、回避、非问题解决导向、情绪智力低等特征。

以上这些心理易感性会使员工对工作压力的承受能力降低，并在遇到工作中的负性事件时，更易产生抑

郁症状。因此，在探讨抑郁症状在员工中的发生机制时，要充分考虑上述精神病理学带来的问题，从跨学科研

究的角度，即工业精神病学的角度，来探索员工抑郁症状的发生机制。
3、易感性职业：情绪劳动职业

很多研究表明，情绪劳动职业的从业人员容易产生工作倦怠（Maslach et al., 2001[14]），因此，从工作倦怠与

抑郁症状的紧密关系来说，这类职业也可能成为抑郁症的易感职业（Vulnerable Occupations）。情绪劳动职业

以工作者在工作责任中的情绪卷入为特征，例如，对于流露的具体特定情绪的要求，或让服务对象满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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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担心服务对象不满，这种担心会带来巨大的压力）等。其次，这类职业都具备客户导向的、“与人相关的”工
作本质（Tennant, 2001[17]）。此外，易感职业通常对于沟通、频繁的客户接触和决策判断方面有很高的工作要

求，因此其工作绩效更加易于受到于抑郁症状的损害（Lerner et al., 2004[9]）。目前对于这类职业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教师、医生、护士、金融服务行业和其他服务行业人员等，研究结果显示这些职业与其他与人非相关的职

业有更多的压力症状，包括工作倦怠、抑郁症状等 （Cass, 2000 [50]; BLS, 2003 [51]; Maslach et al., 2001[14];
Montgomery, Blodgett, & Barnes, 1996[52]; Grosch & Murphy, 1998[53]）。

工作场所抑郁症状的预防与治疗

1、基于抗逆力模型的组织预防系统

抗逆力（Resilience）指个人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及其它生活重大压力的良好适应, 也是个人面

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反弹能力”（Siu, 2006[54]）。由此，抗逆力（压弹）是应激（Stress）与应对（Coping）的和谐统

一，是良性应激的突出表现，在压力管理中可以起到激发潜能、振奋情绪，甚至增进健康的作用（Karapetian-
Alvord & Grados, 2005[55]）。当工作环境中出现困境时，建立组织中的多层次抗逆力系统（Wyman et al., 2000[56]）

有助于防止其对员工心理健康和生产力的损害。从个体层面来说，某些认知因素（乐观主义，治理，创造力，幽

默等）和个性层面的胜任特征都被认为可以导致更高水平的抗逆力（Richman, Bowen, & Woolley, 2004[57]）。从

家庭层面来看，承诺、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来自邻里的社会支持也可以帮助民众在面临变化和危机时

抑制心理瓦解状态（McCubbin & McCubbin，1988[58])。从社区层面来看，抗逆力是对抗灾难的强有力资源(Cook
et al, 1988[59])。在911、SARS、海啸等事件发生之后，一些研究开始进一步关注国家层面上的抗逆力模型建设。

基于以上多层次的抗逆力模型理念，结合组织管理因素，Siu等学者在香港针对一些高工作压力的职业进

行了干预研究(OSHC, 2006[60]; Siu et al., 2006[61])，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培训后，被试均报告感受到的工作压力减

少、生理或心理症状减少、工作倦怠减小和抗逆力提高。这说明，在组织中，从员工层面、团队层面、部门层面和

组织层面中建立多层次的抗逆力系统，将有助于缓解工作压力对于员工心理健康的损耗，从而达到预防精神

症状（例如，抑郁症状、焦虑症状等）的产生。
2、员工抑郁症状的心理社会治疗与个性化综合干预

本文的关注焦点是员工的抑郁症状，属于第三级干预层次，需要借助于临床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理论。抑

郁症的治疗与康复主要包括两类：药物治疗和心理社会治疗。药物治疗主要对已经达到临床诊断标准的重

度抑郁症具有较好的疗效，能短期内显著缓解临床症状。然而，药物治疗具有一定的副作用，并且对于长期

的社会与认知功能疗效并不是非常显著。心理社会治疗则主要针对康复者的社会和认知功能，包括情绪障

碍、人际沟通障碍、认知能力、自信心等方面的治疗和重构。因此，众多的学者都主张精神药物治疗与心理社

会治疗联合起来，形成一种综合性干预系统或称为“生物－心理－社会性干预（Bio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
（Wallace, 2004[62]）。

心理社会治疗是各种心理性和社会性干预措施与手段的总称，任何只要是根据明确的干预原则帮助有心

理症状人群，提高其心理和社会功能的方法都可以成为心理社会治疗。Mueser（2000）从研究进展的角度，将心

理社会治疗分为六类：认知行为治疗、个案管理、职业康复、家庭干预、双重障碍的综合性处置、技能训练和疾

病自我处置训练等[63]。但是，不同的心理社会治疗着眼点不同，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最新研究（Tsang,
2003[64]; McGurk, Mueser, & Pascaris, 2005[65]）也显示了将不同的心理社会治疗方法整合后的优势。这表明不同

的心理社会治疗方法之间并不完全独立，恰当的整合将使心理社会治疗产生更大的效果。这也是未来心理社

会治疗方法的发展趋势。
目前，对于工作场所具有轻中度抑郁症状的员工的干预措施相对较为缺乏。从研究和实践角度来看，存在

的问题主要有：（1）以药物治疗为主，心理社会干预较少，而工作场所轻中度抑郁症状的特殊情况，采用心理社

会治疗相对较为合适；（2）缺乏个体化的干预措施。从积极心理学角度考虑，应该给予每个患者以积极的、个体

化的支持与干预。美国个性化辅助就业（IPS-Individual Placement and Support）的实证经验表明，个性化干预

具有更好的康复效果。另一方面，员工即使有轻中度的抑郁症状，也不同于抑郁症患者。员工其有自主判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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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此干预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也要尊重其决定；（3）缺乏综合干预措施。由于导致员工的抑郁症状的因素较

多，包括组织管理、工作环境中的因素和精神病理方面的因素，而单一干预方法或单方面的干预只能针对特定

的影响因素，以致影响整体的干预效果。因此，恰当的整合组织层面的各种干预模式，将使心理社会治疗产生

更大的效果。总而言之，针对工作轻中度抑郁症状的员工，需要采取个性化的综合干预方法；引入心理社会干

预，借鉴国外的个性化干预方案，根据我国实际工作场所的特点针对员工个体或具有相似表现的员工，设计具

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综合干预方法。

未来研究方向

鉴于员工抑郁症状在工作场所中的严重性和特殊性，探究其发生机制，其预防和相关的组织干预模式是当

前组织行为学研究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要着重探索以下关键问题：

第一，能否揭示我国工作场所中的员工和管理者，特别是情绪职业员工的亚健康状态，尤其是抑郁症状的

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
第二，如何界定工作场所中工作倦怠、抑郁症状和抑郁症这几个关键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第三，能否通过质化研究、实验室研究和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的方法，获得针对有抑郁症状员工的个性化

综合干预模式和组织干预模式。
第四，在一些情绪职业从业人员中能否验证本项目个性化综合干预模式和基于抗逆力模型的组织干预模

式的有效性。
以上问题的解决能为工作场所中员工抑郁症状的诊断和预防提供理论依据，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干预方

案；并为工作场所的其他心理亚健康问题的预防与干预提供理论参考，以改善员工的心理健康，提高员工的生

产效率，并为社会其他人群的亚健康干预提供参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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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f Mobile Banking Adoption Based on PLS

Deng Zhaohua, Lu Yaobin and Zhang Jinl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Abstract: This study applies TAM, perceived credibility,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and perceived service cost to examin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adoption of mobile banking in China. The proposed model is empirically evaluated based on PLS (Partial Least
Square) by using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209 users concerning their perceptions of mobile banking.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perceived credibility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user's attitude. The results may provide further insights into
mobile banking strategies.
Key words: TAM, mobile banking, consumer adoption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he Workplace: Onset Mechanisms and Intervention Model

Wang Xiaolu1,Wang Zhen1 and Shi Kan2

(1.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2.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Abstract: Sub-health prevails in workplace. A current bottleneck is the lack of stress management researches devoted to such mental
illnesses as job burnou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which, as a cross-discipline area between industrial psychiatr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re seldom investigated before. This article specifically explores the onset mechanism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person-environment in workplace, and probes into relevant factors in the whole process from work stress to job
burnout to depressive symptoms. We also propose an individualized integrated intervention mode to treat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workers. Our research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of management practices for higher work-life quality and work efficiency.
Key words: sub-health, work stress, depressive symptoms, job burnout, individualized integrated intervention mode

（上接第 46 页）

66


